“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知识产权输出政策研究
王立  封颖[footnoteRef:2] [2: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7年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新时代我国技术创新体系若干重大问题研究》（ZLY201739）和2017年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世界科技前沿发展与创新动向研究》（ZLY201720）。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王立（1964—），女，北京市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编审，研究方向：科技信息分析与研究。通讯作者：封颖（1980-），女，江苏扬州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政策与环境政策。Email:fengy@istic.ac.cn。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100038）

	摘要：随着我国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国家战略以来，南南合作框架在总体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虽然，已有不少学者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应是“以我为主”地输出产能、资本、技术、标准和服务；但一系列学术问题仍未得到科技政策学的明确解答，即，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应以什么输出为主、什么输出为辅？应从哪些领域入手才能发挥出中国的牵头优势？通过对1978-2017年我国关于输出的科技政策进行全时段、全样本量的政策文本分析，发现我国低端资源输出科技政策稳占整个输出类科技政策的26%，中端产品输出科技政策约占57.3%，而高端知识产权输出科技政策仅占16.5%。本文的观点是高端知识产权输出在“以我为主”推进“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中占据关键地位，当前需要加快完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知识产权输出的政策体系。最后，本文建议选择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作为制造业突破口、选择跨境电商网络平台技术作为服务业突破口来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知识产权输出的政策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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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China’s Intelligent Property Export Policy in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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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OBOR initiative an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South- South diplomacy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Some scholars have pointed the core of OBOR international S&T cooperation is to export production capacity, capital, technology, standard and service. However, few has pointed which is the key and which aren’t clearly enough, how to design policy to support, which fields are the best to support. Though policy text analysis from 1978-2017 on export policies, this paper finds low-end resource export S&T policy occupies 26%, middle-end product export S&T policy occupies 57.3%, while high-end IP export occupies only 16.5%. This paper’s view is Intelligent Property export occupies a unique and vital positionamong others. Strengthening China’s Intelligent Property export policy has to be promoted to a strategically-high level and has to be in top-priority government agenda improving Sino-OBOR international S&T cooperation further. This paper comes up with three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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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1“一带一路”倡议对科技政策学提出了新课题
改革开放初期，除了劳务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充沛之外，我国资本、产能和技术等其他主要生产要素都处于匮乏状态，因此，当时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以“请进来”为主。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强调“技术请进来”，实施了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引入世界先进技术、进而提高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发展战略。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力水平取得飞速发展。自2013年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以及我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太自由贸易区、“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等，都意味着南南合作框架的地位在我国总体外交格局中的显著提升[1]。近几年来“走出去”的实践表明，我国的对外合作绝非单纯的资本输出或产能输出的形态，而是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与知识产权输出相结合的形态。比如我国的高铁与核能出口，就属于技术输出、标准输出、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相结合的打包输出模式。然而相关学术探讨并未在科技政策学的层面深入展开，比如至今尚不清楚我国科技政策中低端资源输出、中端产品输出、高端知识产权类输出的布局如何，特征如何。如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已推进到第五个年头，这种理论上的空缺极易造成政策设计及社会舆论的不确定[2]。如：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作为全要素生产力优势国家，在扮演输出方的时候，应以哪些输出为主？在哪些领域的输出最能发挥出中国的牵头优势？只有在政策方面给出明确指向，才能使南南框架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健康发展。
2高端知识产权输出在“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中占据关键地位
经济增长要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有高低之别。人口劳动力要素、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要素属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低端要素，产品、产能、资本等属于中端要素，人才要素、技术要素、标准要素、服务要素等属于高端要素。显然，一国的对外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三种形式，由低到高分别是劳务输出和自然资源输出，产品输出（包括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知识产权输出（包括人才、技术、标准、服务等的输出）[3]。
2.1 我国面临从中端产品输出国向高端知识产权输出国的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低端要素相对充沛，其他要素几乎都处于匮乏状态，因此我国实行“请进来”、“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无疑，当时我国“走出去”的对象主要是低端的劳务、原材料要素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等，而“请进来”的对象则主要是中端的资本要素、产能要素和高端的技术要素、人才要素、标准要素和服务要素。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产品、产能、资本和技术要素都取得了快速提升，进出口贸易额已由世界第6位升为全球第1，逐步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从本世纪初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13年间，我国产品、产能和资本要素开始同时出现过剩现象，“请进来”的对象已经转变成为高端的技术要素、人才要素，而“走出去”的对象则增加了中端的产品要素、产能要素和资本要素，而“走出去”的对象则增加了中端的产品要素、产能要素和资本要素。在政策层面，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写入“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消化产能与资本；2011年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大跨步发展对外投资，“要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从资本积聚向资本辐射过渡，争取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更多竞争的优势和主动权”。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提出的第一个“以我为主”的大型国际合作倡议，并在其中发挥引领和牵头作用。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估算，2018-2023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6000-8000亿美元，主要投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其中，我国在大量输出中端的经济增长要素（包括产品、产能和资本）的同时，更要输出以知识产权为主的高端经济增长要素（包括人才、技术、标准、服务等的输出），我国不但拥有推动这一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同时也已具备实现这一转型升级的能力。
2.2传统的产品、产能和资本输出生存空间变小，风险加剧
现代国际政治学指出，产品输出、产能输出、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背后的实质是秩序输出。新秩序的诞生绝非一帆风顺，背后是对旧秩序既得利益的挑战和重构。过去，我国因实力落后无法主导和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许多国际竞争领域的制高点都已被欧美发达国家分割完毕并形成了重重壁垒。作为“后来者”，我国如果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简单视同为一个由技术落差带来的市场机会，贸然扩张产品、产能和资本输出，单纯倾销我国的过剩产品和产能，在占据他国市场的同时挤压第三方的生存空间，势必会引发既得利益国的强烈反弹，进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风险[4]。加之近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导致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有所恶化，使得我国在推动产品、产能和资本输出时将会遇到更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是共商规则、共建平台、共享资源、共同发展的联动发展倡议。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长期战略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单纯扩大中端产品要素势必会面临诸多局限性，只有结合高端知识产权输出，才能更加有力地发挥我国的引领作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不同发展领域实现深度合作。
2.3知识产权输出才能引领发展，带来长久共赢
我国只能依靠综合实力来消除壁垒、撬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大门。由技术创新引领的经济增长，势必将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发挥共商共建共享的凝聚力量。这是由如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
其一，技术要素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已日益成为当今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其增加值最高。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动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是一种具有相对垄断性的无形财产权。世界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历史表明，知识产权是界定创新成果和进行创新收益分配最有效的制度保障，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是各种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创造和应用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随着近年来大数据和网络信息化革命，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日益显著。技术创新并不是简单线性地从外部刺激社会的发展，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复杂根本的社会进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本质上就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5]。技术本身不同于普通商品，是附着于实物产品并通过产品输出实现经济利润的，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越高，其边际利润越大。同时，产品的技术规则和技术标准壁垒布局越早，就越能竞逐国际市场并得到更多利益。“得标准者得天下”，技术标准竞争优势是一国家在国际市场锁定更多利益的重要基础。美国的一些高技术公司就特别擅长这一招数：他们往往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阶段，就早早把该产品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商业know-how打包做成国际标准，然后把这种标准路径全部设定成注册专利，之后再将新产品推出面世，并由此占领国际市场，并针对后来国树立起技术壁垒[6]。
其二，我国在基建和新兴领域已具备一定的知识产权输出实力。随着我国科技创新已经从跟踪为主的阶段，发展到跟踪和并跑、领跑的“三跑并存”阶段，中国制造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在高速铁路、核电等基建领域以及电动汽车、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电池等新兴领域，我国已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其中一些实用技术、先进技术已经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到知识产权输出的跨越，并在少数领域有能力输出中国标准和中国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68个，占世界总人口63%，占全球经济总量29%，其中众多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低于30%、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他们拥有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强烈意愿。由于这些国家与我国存在的现实发展势差，其中以知识产权输出为关键的国际合作将占据重要地位。这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投资、带来产能、带来技术、带来服务，在这一进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与中国共享技术创新带来的溢出效应，从而逐渐推动双方乃至多方共同朝着创新驱动的方向发展。
3 1978-2017年我国输出类科技政策的数据分析
3.1 数据来源
论文采用的1978-2017年数据来源于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采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文献中心编纂的《中国科技政策要目概览（1949-2010）》[7]中辑录的1978-2010年公共科技政策文献，因这项工作具备较好的学术认可度；第二部分是采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发的“i Policy政策分析系统”在线平台中辑录的2011-2017年公共科技政策文献作为基础数据。论文按政策题目（及内容）的关键词中是否体现了：技术出口、产品出口、输出、进出口中的出口、外包（对外承包）等关键词为判断标准逐条筛选，共收录有效数据510条。
3.2 数据边界
论文所指“政策”仅指中央政府，即仅包括国务院及国务院直属的各部委办局，不包括省（直辖市）一级及省以下的政府部门。
论文所收录的政策“边界”仅指“政策的供给端”，不包括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评估、效果等。政策数据不包括以下六类文献：（1）领导人讲话、信函和批示；（2）附属与其他文件的目录、清单；（3）以社会科学为对象的政策性文献；（4）针对某一具体领域的技术规范、标准；（5）各种工作总结、形势分析报告和年度工作任务等；（6）由地方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制定的地方性法律和规章。
3.3 数据编码及检验
数据编码及检验程序为：（1）对上述510条政策数据，按照政策题目（及内容）的关键词中是否体现某一类或某一种具体出口产品为标准，剔除117条不符合的政策条文，得到392条政策数据。（2）对上述393条政策数据，剔除涉及武器、核两用、有毒放射性化学品、濒危物种及环境保护公约控制物质政策数据64条，得到328条政策数据。（3）将328条政策数据按照“低端资源输出→中端产品输出→高端知识产权输出”三阶段划分，得到研究结果。
3.4研究结果
第一类关于低端资源输出的科技政策共有86条，主要分为农产品食品类49条和自然资源加工37条。低端资源输出科技政策占整个输出类科技政策的比例为26.2%。低端资源输出类科技政策出现于1986-2017年，其主题词按序分别为：农副产品、农药、肉类、鸡肉、活畜、植物源性蛋白类产品、化肥、兽药、贝类、养殖虾、蔺草、锯材、菠菜、洋葱、香蕉、柑橘等。自然资源加工类出口科技政策出现于1990-2017年，其主题词按序分别为：稀土、白银、含黄金成份产品、轻重烧镁、毛皮产品、钨锑铟钼锡铝加工材等有色金属、钢铁颗粒粉末、磷矿石、甘草、黄金、铁合金等。这一类政策数量年份分布较为均匀，变动较小。
    第二类关于中端产品输出的科技政策共有188条，主要分为机电电信产品100条，汽车类（包括柴油机摩托车）36条，医药类（包括原料药、医疗器械）26条，轻工类（包括纺织、制鞋、陶瓷、玩具等）19条和重化工类7条。中端产品输出科技政策占整个输出类科技政策的比例为57.3%。中端产品输出类科技政策出现于1982-2017年。从政策峰值时间来看，机电电信类产品在上世纪的出口优势在于机电类，其峰值出现于1993年（5条）；本世纪的峰值出现于2011年（11条），本世纪的出口优势增加了电信类。汽车类出现于2012年和2013年（均为6条），医药类从2004年到2017年较为平均（均为2条），轻工类峰值出现于2013年（为5条），重化工类峰值出现于2005年（3条）。这一类政策数量年份分布按照我国改革开放推进进程呈现日益加强的趋势，如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产品以机电类为主，而其他几类均在本世纪才出现了显著增长。
第三类关于高端知识产权输出的科技政策共有54条，主要分为支持高新制造产品出口的政策29条、高新制造类产品17条、对外承包工程4条、服务业（包括跨境电商）4条、行业标准1条。高端知识产权输出科技政策占整个输出类科技政策的比例为16.5%。高端知识产权输出类科技政策出现于1986-2015年。但是，如果剔除支持高新产品出口的相关政策，其余高端知识产权输出类科技政策的有效时段应为1991-2015年。其中，高新制造类产品的主题词按序分别为：民用航空零部件、飞机发动机、惯性导航仪、石墨类相关制品、飞机涡轮风扇发动机、军民两用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政策峰值出现于2006年（10条）。对外承包工程的主题词按序分别为：水泥生产及装备技术出口、工程设备出口、航空技术对外承包工程、纺织机械和技术对外承包工程，政策峰值出现于2007年（2条）。服务业的主题词按序分别为：服务外包产业、扶持培育文化出口和杭州跨境电商。行业标准仅有1条，其主题词为药用植物及制剂绿色行业标准。相较于中端产品输出类政策，这一类政策数量少其出现的峰值年相对晚近。并且，高端知识产权输出的科技政策中，支持高新制造产品出口的政策占据了一半（53.7%），而优势领域和优势产品均明显较少。
3.5研究结论
针对1978-2017年我国输出类科技政策进行全样本量的政策文本分析，发现我国低端资源输出科技政策占到整个输出类科技政策的26%，中端产品输出科技政策约占57.3%，而高端知识产权输出科技政策仅占16.5%。这一数据结果从科技政策文本的角度印证了我国已成为“制造大国”而并非“创造大国”。上述数据结果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南北合作框架为主的历史发展路径密不可分，然而，当我国下一步“以我为主”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时，就必须鲜明地以高端知识产权输出为政策导向。
表1 1978-2017年我国输出类科技政策的全样本量政策文本分析
	政策类别
及数量
	低端资源输出
	中端产品输出
	高端知识产权输出

	政策总条数
	86
	188
	54

	分类别的
政策条数
	农产业食品（49）
	机电电信类（100）
	支持高新制造产品出口的政策（28）

	
	
	汽车、柴油机、摩托车类（36）
	高新制造类产品（17）

	
	
	医药品及医疗器械类（26）
	对外承包工程（4）

	
	自然资源（37）
	轻工业类（19）
	服务业（包括跨境电商）（4）

	
	
	重化工类（7）
	行业标准（1）


4 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优势就是政府的引导、支持和服务，这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和基本经验，也是我国下一步搞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政策选择。由于国内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不足、企业国际化程度偏低，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发挥好引领作用。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政府既要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国家的对外发展目标，还要组织引导企业通过释放优势资源实现自身的微观利润。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建立起以高端知识产权输出为主、以中端产品输出、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为辅的一整套规划体系、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及管理体系。
4.1加快促进和完善“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输出相关政策支持体系
首先，我国政府应在组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应发挥好政策导向作用，即包括制定科技、产业、财政、税收、投资、金融、外贸、人事等方面的鼓励和扶持政策，引导和支撑好我国知识产权输出。欧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输出的政策支持体系早已形成且较为完善，而我国才刚刚起步，各方面的建设都很不完备。特别是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海外管理体制机制一直处于“放”与“管”的摸索之中，至今不清晰、不健全。目前，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商务部门，其他多个行政部门也有涉及。面向“一带一路”技术合作总的信息情报管理体系尚未建立，信息服务滞后，信息支持力度严重不足，难以向相关企业提供决策服务。
其次，我国政府应在组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应发挥好组织作用，包括优化环境、营造氛围、提供信息、完善基础设施、建立体系、规范行为等，为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输出创造条件。要想帮助企业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取胜，政府必须是积极的“企业型政府”，政府仅仅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是不够的[8]。如，位列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和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浙江华立集团在试图将高端智能电表技术标准引入一些中东国家时，由于这些国家长期执行欧洲电力标准，已形成了固定渠道来源的欧标体系和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其电力项目甚至明确规定不能使用中国标准，以此想方设法削弱华立的竞争优势，这不仅是由于中标的认可度、美誉度还不高，更是由于技术标准壁垒问题所致。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企业知识产权输出需要组织化的政府介入，没有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保护，单个企业的行为往往面临巨大的风险。这种组织化应包括但不限于：在制定相关领域国际技术规则和技术标准中扮演更主要的角色（2017年由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仅占当年所有国际标准的1%）；提供更高层次的基础设施水平、提供信息交流平台等中介服务方面，为我国企业与对方国家相关机构的融合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在政策层面对知识产权拥有企业和上中下游相关企业给予有针对性的扶持。
4.2选择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业作为制造业突破口
我国拥有69家有国际竞争力的工程建设大企业，具有完备的设计、设备、施工技术、管理等全产业链，行业集中度高，在全球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市场中拥有领军地位。据全世界工程领域权威榜单2018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排名，2018年进入全球承包商250强的中国企业有69家，同比2001年仅有39家、2005年有49家、2009年有50家。2018年69家我国上榜企业的国际营业额共计1140.97亿美元，占所有上榜企业国际营业总额的23.7%。其中，3家企业进入世界前10，分别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3位)、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8位)、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排名第10位)；共有10家企业进入前50强。
我国工程承包企业是目前中国所有行业中具有相当成熟度和企业特定优势的行业[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需求旺盛，显著表现在对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需求。以开辟海外工程建设市场带动其他输出是未来的重要趋势。但是，这种发展趋势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引导才能实现。
4.3选择跨境电商作为服务业突破口
跨境电商本质上是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与原先国际贸易中的跨国公司主流模式有着巨大差异。通过互联网工具和大数据的运用，跨境电商的虚拟平台能够把商品深入到全世界的每个偏僻角落，而避免了跨国公司建立的实体分销渠道[10-11]。未来几年间，可预见跨境电商改变传统贸易格局，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并使得其他为贸易服务的各种环节都发生改变，包括商品检验检疫、物流通关、融资服务、第三方结算支付、税收等。况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属于尚未被充分渗透的“相对空白”市场，我国及时介入便可获得“先发优势”。
我国在跨境电商方面起步早，目前我国经验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2017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已经达到6.3万亿元，预计2018年将达到8.8万亿元；2010~2016年跨境电商保持33.19%的复合增速，预计到2020 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仍将保持15.68%的复合增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参差不齐，对跨境电商服务业的需求将会很大。据京东数据研究院统计，通过电商平台中国商品销往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手机、电脑和网络产品、电子配件、家居用品最受当地市场欢迎。而这些领域实际上都是我国产能相对充沛、技术实力也不弱的领域。同样，这种发展趋势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引导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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